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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伤寒论》是中医临证的奠基经典,它似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

两千年来,一直护佑着中华民族的健康;它又似一摩尼宝珠,在不同的医家手

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它是一棵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大树,枝繁叶茂,历

经千年而不衰。

在对 《伤寒论》研究与应用的两千年历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分别是

在宋代、清初和民国时期。每一次都是中医发展的关键时期,民国犹为特殊。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整个社会的文化开始转型,作为传统文化之

一的中医甚至面临存废之争。在这场争取生存权与话语权的斗争中,中医界将

《伤寒论》作为学术复兴的中坚与依靠。

1917年,余云岫著 《灵素商兑》,掀起了中医存废之争。1922年,恽铁樵

发表 《群经见智录》,首先回应挑战;1923年、1933年又先后发表了 《伤寒论

研究》和 《伤寒论讲义》,并称 “非仲圣复起,吾谁与归”,提出了以伤寒学来

重振中医的学术主张。在恽氏的伤寒学著作里,不再是传统的训诂考证、依经

解义,而是更注重挖掘 《伤寒论》的学术价值与临床意义等。在阐释中,恽氏

参合了近代西医学及日本古方派的伤寒学术思想。恽氏之后,一批有卓识的中

西医学家陆续发表了类似的对伤寒学的新阐释。如王和安的 《伤寒论新注》

(1929年),陆渊雷的 《伤寒论今释》(1931年),祝味菊的 《伤寒新义》(1931
年)《伤寒方解》(1932年),张锡纯的 《伤寒讲义》(1933年),谭次仲的 《伤

寒评志》(1935年),阎德润的 《伤寒论评释》 (1936年),承淡安的 《伤寒论

新注》(1937年),余无言的 《伤寒论新义》(1938年),祝味菊的 《伤寒质难》

(1944年)等。这些医家均是民国时期较为著名的医学家,当时医学界的风云

人物,他们的伤寒学著作集中出现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正是中西

医论争与中医抗争求存的高峰时期,与宋、清伤寒学研究高潮不同的是,此期

《伤寒论》研究出现了独特的融贯中西的学术潮流,且已不再局限于 《伤寒论》

的原著,而是将 《伤寒论》视为中医学的缩影,借鉴西医学和日本汉医学说,

着力论证 《伤寒论》的科学性,研究中医学的方法论与经方的应用,力争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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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传统学说的窠臼,与更直观的实际联系,成为 “民国伤寒新论”,从而

在清代伤寒学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民国伤寒新论”是应运而生的,面对西医的强势 “造访”,它实际上在近

代是一次较为集中地论证中医是独立学术体系的运动。这些医家以仲景学说为

依托,提出了中医应该独立发展的见解,此观点较唐容川时代又前进了一大

步。如:恽铁樵首先揭示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认识到中西

医是 “根本不同、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

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他认为中西医学分别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基础或学术立

足点的相对独立的医学体系。作为两个类型的医学,中西医应当并存,并独立

发展下去。祝味菊则从哲学与科学的辨证关系中来认识中医的科学性,并以

“治人”“治病”的中西医比较观来探讨中西医学体系与理念的不同特征。祝氏

的学术理论是继恽铁樵及当时另外一位名医杨则民之后,对中医主体性与科学

性的又一响亮而有力的辩护。 “民国伤寒新论”在民国的中西医论争与抗争求

存中,对保存中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捍卫了中医,同时对中医也有许

多开创性的总结与归纳,为当今中医学术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例如:民国的伤寒学家大都推 《伤寒论》为中医辨证论治的纲要,从中提

炼变化出外感与杂病的辨证方法。祝味菊根据仲景学说创立了五段八纲学说,

首次提出了 “八纲”一词。八纲即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辨证纲领,对

疾病进行辨证论治。这在中医早有渊源,但从东汉下至明清,有八纲辨证之

实,却只有 “八要”“八字”“八者”等称呼,祝氏则第一次创用 “八纲”来归

纳这一辨证论治体系,也是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明确了其内涵和相

互关系。祝氏的这一归纳,完成了八纲辨证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统一,促进了此

后对中医整个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总结。

另外, “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对 《伤寒论》中的六经实质、汤证实质、

证候实质等都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见解和观点,有的论述还结合了当时西医最

新的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例如:在对六经实质的探索中,他们都摒弃了

错简、考据、咬文嚼字的学问,将六经引为对疾病发展规律及病证实质的探

讨,形成了相对完整及系统的指导临床诊病、治病的依据。许多医家还根据临

床实践的经验来重新编次六经的内容层次,以更切合实用,如祝味菊的五段八

纲学说、陆渊雷的六经症候群说等。

对于西医提出的细菌、感染等命题, “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亦从中医角

度进行了阐释,将细菌致病的营卫病机变化作了详细的分析;谭次仲甚至将其

著作 《伤寒评志》的别名称作 《急性传染病通论》。这些医家对于中医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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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机制也达成了共识,都认为中医主要是通过扶助人体正气来抗病、抗感

染的,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案。

“民国伤寒新论”的医家大都是临床大家,他们注重实证,不妄空谈,以

临床实效来证明和挽救中医;他们不但亲身实践着中医,用事实来说明问题,

还把在临床实践中对中西医的新思考融入了对 《伤寒论》的诠释。他们的很多

注释和评析已超出了对原文字的解释,是实践之后的创新。如余无言的 《伤寒

论新义》,其注疏仲景著述的方法,着重于 “以经注经,即举仲景原文,纵横

驰策,以相呼应”;“以精注经,即采诸家学说,择其精英,以相发明”;“以新

注经,即引西医之新说,矫正中医之谬误,以资汇通”;“以心注经,即参合个

人心得及诊疗之经验,以资参考”。余氏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共刊印了9次,

成为当时指导临床的重要文献。

民国虽然短暂,但这个时期的思想火花却异常灿烂。民国的伤寒学不但继

承了千年来传统经方的研究成果,更是在中西医交汇的大潮中生出了新的枝

丫。无论理论还是临床, “民国伤寒新论”都是那个时代捍卫中医的最有价值

的力量。此次,我们遴选了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12种 “伤寒新论”著作,这

些所选著作虽然并不能涵盖民国伤寒学的所有优秀著作,但他们却能彰显一个

时代的学术特征,我们将这些著作集结成册,姑妄命之曰 《民国伤寒学精义集

成》,以期能再现伤寒学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与民国时期中医学术发展的辉煌,

使我们当今的中医学术,不但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能对我们今后中医的

发展与研究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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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说明

一、《伤寒讲义》以天津中西汇通医社民国二十三年印行版本 《医学衷中

参西录第七期———伤寒讲义》为底本,以河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 《医学衷

中参西录》为旁校本。

《伤寒评志》,一名 《急性传染病通论》。近代岭南伤寒名家谭次仲撰,成

书于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现存的1947年北平国医砥柱月刊社铅印本为唯

一版本,《伤寒评志》应包含上、下两集,现仅见上集全一册。本次点校即以

此上集全一册为底本,并参考 《伤寒论》《伤寒论浅注》等。

二、底本为繁体字竖排,此次点校整理,改为简化字横排,并校对勘正文

字、加现代标点,以脚注形式出校勘说明,以便阅读。原底本双行小字,今统

一改为单行小字。

三、底本原目录各书独立或分卷排列,本次整理统一移至书前。底本无目

录,此次点校依据正文内容予以整理补出,以便阅读。底本目录与正文有出入

时,一般依据实际内容予以调整,力求目录与正文标题一致,不另加注。如底

本目录分卷排列,一般全部移聚到书前,不另加注。

四、改简体横排后,底本中的方位词,如 “左” “右”,均相应径改为

“下”“上”,不再出注。

五、底本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规范的简化字。

六、底本中明显的错别字与常见的通假字予以径改,不出注;底本中的生

僻字、词及重要术语,酌加注释。

七、凡中医特殊用字或使用简化字会造成误解时,仍沿用原异体字或造

字。如 “𥆧”、“ ”、“月真”、“ ”、“ ”等。
八、底本中的药物异名,一般常见的不改用正名;对生僻的异

名,则考证后出注出其正名。底本中的中西病名、科技名词等术语以

及一些象声词,虽与今通行者不同,为保持古籍原貌,体现时代用语

特征,不予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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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书引用其他著作时,引文虽有化裁,但文理通顺,意义无

实质性改变者,则保留原貌;如引文有误或改变原意者,或据情酌

改,或仍存其旧,并加注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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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谭次仲生平与学术思想

张锡纯生平与学术思想

张锡纯生平

张锡纯 (1860-1933),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寿甫,河北盐山人。

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享有 “中医四大家”、“海内二张”、“华北第一捷手”

之美誉。他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读经书,习举子业,天资聪颖,十余岁就能

写出一手好诗。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自

《黄帝内经》 《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并开始接触西医及其

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

何学的教员。此时张氏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

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
年,完成 《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2年,应德州驻军统领之聘为军医正,从此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后移师

武汉,名扬于时,受当时内政部长刘尚德器重。1918年,奉天设立达医院,这

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张氏被聘为院长,医绩卓著。直奉战争起,由奉天

回乡,悬壶于沧州。1921年由沧州迁居天津,设中西汇通医社,收门人弟子百

余人。晚年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学期4年毕业,亲订讲义,兼及教务,共招生

500余名,遍及全国各省市。张氏因日间诊病,夜间手拟讲义,积劳成疾,于

1933年秋天一病不起后与世长辞,享年74岁,葬于盐山边务祖墓[1-2]。

张氏桃李满天下,入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

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龢,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

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并与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

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时

常讨论学术[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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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学术思想

张锡纯对 《伤寒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伤寒论讲义》 (原 《医学衷中参

西录》第七期)。他以六经为纲,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脏腑经络为本,以

气化为变选注 《伤寒论》,并结合临床经验加以补充发挥,主张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充实仲景六经体系,这在近代 《伤寒论》研究中独树一帜。

一、脏腑经络为气化之本

(一)以经络、脏腑、气化论六经

《伤寒论》六经实质为历代医家之争议。张锡纯以脏腑、经络、气化为主

体阐释六经。他认为 《伤寒论》中六经寓手经于足经之中,并非只言足经,

《伤寒论讲义·六经总论》篇中提出: “伤寒治法以六经分篇,然手足各有六

经,实则十二经也。……凡言某经而不明言其为手经、足经者皆系足经,至言

手经则必明言其为手某经。盖人之足经长、手经短,足经大、手经小,足经原

可以统手经,但言足经而手经亦恒寓其中矣。”张氏还认为经络与脏腑是密切

相关的,经腑相通,经络脏腑是六经的基础。他说:“经者,气血流通之处也。

人之脏腑与某经相通,即为某经之府,其流通之气血原由府发出,而外感之内

侵遂多以府为归宿。”

以脏腑、经络为基础,这是张氏在阐释 《伤寒论》六经的立论之本。比如

他把阳明分手足二经,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所主为足阳明胃腑实热之证,承

气汤类方所主则为手阳明大肠腑实之证,因二经阳明燥金之气相通,对于可缓

下之证,他恒以白虎汤加减替代承气汤类方取效,此法更贴近于临床实际。又

如,他认为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少阳胆经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他在 《伤寒论

讲义·少阳病提纲及汗吐下三禁》中说, “盖他手、足同名之经各有界限,独

少阳主膜,人身之膜无不相通。膜有连于太阳者,皮肤下腠理之白膜也。膜有

连于阳明者,肥肉、瘦肉间之膜也。此为手少阳经以三焦为腑者也 ……又,两

胁之下皆板油,包其外者亦膜也,此为足少阳之膜,以胆为腑者也”。因此,

介于太阳、阳明之间者为手少阳三焦经,而传经在阳明之后则为足少阳胆经,

如此便解答了 “少阳虽主半表半里,而传经却在太阳、阳明之后”的难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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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阳为游部,贯通经气

他通过对 “少阳为游部”和 “三焦”的考证,指出了六经传经之路径,通

过少阳所主脂膜。伤寒病邪或在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和厥阴六经之

间依次传递,或透邪达表,他在 《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就设有 《三焦考》

和 《少阳为游部论》专篇来阐明这个问题。 《少阳为游部论》中曰: “独少阳

《内经》谓之游部,所谓游部者,其手足二经,一脉贯通,自手至足,自足至

手,气化流行而毫无滞碍也。”但少阳主膜,还主三焦,人身之膜 “发源于命

门”,而 “无不相通”,隔膜及连络心肺之膜为上焦,包脾连胃之膜为中焦,包

肾络肠之膜为下焦。由此观之,指出了手、足少阳虽然并为一经,其部却不在

一处,其之所以为游部者,是通过少阳脂膜,不但二经气化相互贯通,人身之

中凡经络脏腑有不通之处,此二经皆连络之而使之贯通[4]。

因此,伤寒病邪可由此路径相传。比如,太阴所在的中焦脂膜与少阴所在

的下焦脂膜相连,那么邪在太阴便可传入少阴。不过,外感邪气亦可借此路径

透表外出向愈。譬如, 《伤寒论》第一零一节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

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小柴胡汤,必

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解”,此节讲述柴胡证下后原证仍在者,可服小柴

胡汤得汗而病解,但此节易让人生疑:小柴胡汤原为和解之剂,为何具有发汗

之力? 张锡纯认为小柴胡汤之功用原借少阳之枢转,将胁下板油 (足少阳)中

伏藏之邪上升透膈外出,今经误下之后,胁下所聚之邪兼散漫于三焦 (手少

阳),此时仍投以小柴胡汤,则邪之散漫于三焦者可由手少阳外达于经络以及

皮肤作汗而解,而其留于邪下者则同气相求,借手少阳亦随之汗解。由此,张

氏持气化论伤寒可谓有论有据,不落离形论气窠穴。

二、以气化释伤寒

(一)论胸中大气

张锡纯以 《灵枢·五味篇》 《素问·平人气象论》 《灵枢·邪客篇》为基

础,吸取李东垣、喻嘉言等各家所长,把大气具体化为 “以元气为根本,以水

谷为养料,以胸中为宅窟者也”,即大气是抟聚于胸中、包举于肺外的大量阳

气,它源于先天元气,受水谷精微及自然之气的滋养,充实于胸中,以司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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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之气,同时对全身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张氏所云: “怠临证细心体会,确

知肺气呼吸之外,别有气贮于胸中,以司肺脏呼吸,而此气且撑持全身,振作

精神,以及心思、脑力、官骸动作,莫不赖于此,此气一虚,呼吸即觉不利,

而时时酸懒,精神昏聩,脑力、心思为之顿减。”(《医学衷中参西录·治大气

下陷方》)若因劳力过度、久病和误药,则会出现大气虚而陷的诸种复杂症

候:气短不足以息,或努力呼吸、喘,或气息将停, “脉象沉迟微弱,关前尤

甚,其剧者,或六脉不全,或参伍不调”。张锡纯善于培举胸中大气,以升陷

汤为主方升补举陷,化裁回阳升陷汤升补温阳、理郁升陷汤升补理郁,醒脾升

陷汤升补理中[5-6]。

张锡纯认为太阳有二腑,一为膀胱,一为胸中。他将陷胸汤类方、泻心汤

类方归结为太阳腑证中的胸证,桃核承气汤则为太阳腑证中的膀胱证,而对于

太阳病中的很多方证的认识也是依据大气论进行阐发,颇具新意。如桂枝汤

证,张氏认为其卫气虚弱的根源在胸中大气之虚损。他指出桂枝汤方后注中,

“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其目的即是补助胸中大气。张氏还据此化裁桂

枝汤,加黄芪以补其胸中大气,加薄荷以助其速于出汗,加天花粉助芍药退

热[2],或用简便方替代桂枝汤,方用生怀山药细末一两半或一两,凉水调和煮

成稀粥一碗,加白糖令适口,以之送服西药阿司匹林一瓦。他认为山药富含蛋

白质,为补肾润肺之品,能培养全身气化,服之能辅助胸中大气,使卫气外护

之力顿强。阿司匹林之原质存于杨柳皮液中,其性原清凉,且有皮以达皮之

用,其透表之力最速,两药合用可得汗而奏效。

又如附子泻心汤证中的恶寒、汗出,张氏认为是由胸中大气虚损,卫气不

能固摄所导致,故方中用附子补助下焦元阳。然而时医多不敢轻用,张氏则另

立变通之法,以黄芪代附子。因黄芪可补助太阳上焦之腑,而太阳二腑原本气

化互相流通,补上焦即能上下兼顾而药到病除。

(二)倡导肝主气化

张氏认为,肝主一身之气,主持气化,为全身气化之总司。人身气化过程

必赖脏腑协调,才能用流而不息,而肝是通过升发先天之元气而施行气化的:

“人之元气自肾达肝,且肝达于胸中,为大气之根本”, “肝主疏泄,原为风木

之脏,于时应春,实为发生之始,肝膈之下乘者,又与气海相连,故能宣通先

天之元气,以敷布于周身,而周身之气化,遂无处不流通也”。此外,肝还具

有不断促使先后二天相互资生的作用。如:肝木能侮脾土,亦能疏脾土,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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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相助为用,“肝主疏泄为肾行气”,“肝气能上达,故能助心气之宣通”,“肝

气能下达,故能助肾气疏泄”,“肝肾充足则自脊上达之督脉必然流通,督脉者

又脑髓神经之所也”,可见肝能疏泄先后二天之气,主要通过交通心肾,水火

既济,发挥大脑正常功能,促使先后二天相互资生互用[5]。既然肝主气,那么

肝病必然影响到气化,而有虚实之不同。

调肝气解气机壅滞。肾为二便之关,肝行肾之气,肝主疏泄,大便之通与

不通,实与肝关系密切。在阳明病篇中,张锡纯就提到服用三承气汤后燥结不

下者,用柴胡、生麦芽 “触发”气化,调肝通便的治疗方法。他认为调其肝郁

即可以通行大便。张氏对用柴胡、麦芽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认为柴胡之调

肝,在于升提;生麦芽之调肝,在于宣通。柴胡之升提与麦芽之宣通相济以成

调肝气之功,则肝气之郁者自开,遏者自舒。

从肝论治气虚欲脱。气虚欲脱,其脱在肝。张氏认为 “凡人元气之脱,皆

脱在肝,故虚极者,其肝风必先动。肝风动,即元气虚脱之兆也”,“见汗出浑

身如洗,目上窜不露黑晴,左脉微细模糊,按之即无,此肝胆虚极,而元气欲

脱也”,“元气之上行,原由肝和敷布,而元气之脱,亦即因肝而疏泄也……盖

元气上脱由于肝,其下脱亦由于肝,诚以肝能为肾行气,即能泻元气之下出

也”。(《医学衷中参西录·来复汤》)因此,张氏对虚证,尤其是极虚欲脱之

证都从肝论治,善用山萸肉进行救治[5,7]。

比如,对于 《伤寒论》白通加猪胆汁汤证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

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

微续者生”。仲景以为此条 “脉暴出者”为不治之证,张锡纯根据多年临证经

验,认为此为元气将脱之象,可用山萸肉大剂煎服救治。他说此药 “救脱之力

十倍于参、芪也”, “盖无论上脱、下脱、阴脱、阳脱、奄奄一息,危在目前

者,急用生净萸肉三两,急火煎浓汁一大碗,连连温饮之,其脱即止。脱回之

后,再用萸肉二两,生怀山药一两,真野台参五钱煎汤一大碗,复徐徐温饮

之,暴脱之证约皆可救愈”。(《伤寒论讲义·少阴病白通汤证及白通加猪胆汁

汤证》)

(三)从水火升降论心肾

张锡纯认为心肾相交在整个人身气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说心肾为水火

之根,若以 《易经》卦象相喻,则坎上离下为既济。坎为肾而在上,寓意肾当

上济以镇心,离为心而在下,寓意心当下济以暖肾。心肾之气若相济,则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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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气化自然壮旺,心肾之气若相离,则身中之气化遽形衰惫。

张氏据此论分析 《伤寒论》中的脉象,可谓别开生面。他认为脉之跳动发

于心脏,而脉之所以跳动有力者,实际有赖于肾气上升与心气相济,若少阴经

为病邪所困,肾气为外邪遏抑不能上升以济心,则无论病之为寒为热,其脉象

都表现为微细无力。同理,炙甘草汤证的脉结代、心动悸也是因心肾不交所导

致。因此,炙甘草汤之用意在于补助肾中气化,使其壮旺上升与心中气化相

救济。

对于少阴热证之黄连阿胶汤证,张锡纯认为是由于伏气化热而窜入少阴,

肾水为伏气所阻,不能上济心火所致。他根据临证所见进行了发挥,对于患病

日久,或肾经素有蕴热,又有伏气化热激发,以致心肾壮热充实于上下者,张

氏另立坎离互根汤以补其不逮 (生石膏、玄参、生怀山药、野台参、鲜白茅

根、生鸡子黄、甘草),方中石膏、人参并用,既解少阴实热,又能立复真阴,

辅以茅根助肾气上升与心火相济。玄参性凉,质轻多液,善清浮热除心烦,其

色黑入肾,协同鸡子黄以滋肾补阴。张氏谓此方用之救人,莫不随手奏效。

(《伤寒论讲义·少阴病黄连阿胶汤证》)

对于少阴寒证之附子汤证、吴茱萸汤证,张氏认为交通心肾的关键在于调

脾胃。他说:“夫心肾之所以相交者,实赖脾胃之气上下通行,是以内炼家以

肾为婴儿,心为姹女。婴儿姹女相会,必赖黄婆为媒。黄婆者,脾胃也。”

(《伤寒论讲义·少阴病吴茱萸汤证》)附子汤中用白术、吴茱萸汤中重用生

姜,其立意在于建运中气,使脾胃之气上下通行,则心肾自能随脾胃气化之升

降而息息相通。

综上所述,张锡纯从气化的角度来阐发 《伤寒论》,其一是用气化论揭示

六经病的病因病机,其二是阐述了经方对人身气化升降出入的调节作用。着眼

于气化,便抓住了 《伤寒论》的辨证之魂;便能重新阐释 “少阳虽主半表半

里,而传经却在太阳、阳明之后”的疑难问题;便能与时俱进,突破经方不可

随意更改的传统观念,对其中的药物、剂量灵活变通化裁,拓宽经方治疗今病

的思路,从而将伤寒学术的研究归于实用。正如他所说 “然吾人生古人之后,

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能于

医学有进步也”,其创新图治之精神则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清末民初正值西风东渐之时,西医学进入我国,传播较快,影响较大。当

时医学界一部分人崇尚维新,侈谈西学,视中医如草芥;另一部分人则抱残守

缺,歧视西医学,中西医之间俨然成对峙之势。在这种环境下,张锡纯挺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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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张不分畛域,择善而从,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

背中[8]。他在比较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差别时指出: “西医所长在实验,中

医所长在气化”。为此,他身体力行,单就研究 《伤寒论》而言,他不但在理

论上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对三焦的考证,提出三焦为人身脂膜 (网油)的观

点;在临床中他还擅于中西药合用,比如用山药煮粥送服阿司匹林替代桂枝汤

发汗。尽管受到时代的限制,其汇通中西不无牵强之处,但他活跃的思路却能

别开生面,独辟蹊径,虽参西并不失中医本色,实能开近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

之先河。

谭次仲生平与学术思想

谭次仲生平

谭次仲 (1887—1955),字星缘,广东省佛山市张槎镇人,近代岭南伤寒

派名家之一。1919年,谭氏在两广方言学堂毕业后留校执教,教书之余刻苦自

学传统中医理论。1933年考取中医执照,开始悬壶济世,曾在广州、香港、佛

山、梧州等地开设医馆,历任广西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

任、(香港)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等职。抗战前夕,他在广西行医期间,因

治愈一富家子弟杨某多年的风痰鹤膝而名声渐起,享誉一方。在广州甲午之疫

肆虐时,谭氏与黎天佑 (字庇留)、易庆棠 (号巨荪)、陈伯坛等伤寒名家合议

协定方药,活人甚众,其时有伤寒 “四大金刚”之称。

谭氏喜读医书和写作,擅长辩论。19世纪30年代,国运日衰,西学东渐,

东西方文明强烈碰撞,中西医学孰优孰劣之争异常激烈。谭氏与当时主张废除

中医的上海名医余云岫在报刊上展开论战,颇具影响,是当时中医界的知名人

物,与上海名中医陆渊雷齐名。谭氏生平著述颇丰,主要有 《医学革命论战》

《中医与科学》《中药性类概说》《伤寒评志》《金匮削繁》等,受到当时医界同

行及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提倡 “中医科学化”,主张中西医汇通,认为中西医

学应打破学科藩篱,消除隔阂,实现中西医交流,各取所长,走中西医结合的

道路,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动吸收西医学理念来阐释中医

理论,对中医药去芜存精,不断革新中医理论。为此,他自学西医,并于1951
年考取了西医行医执照,在临床中兼取中西医学之长,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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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氏还热衷于医学教育事业,曾在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汉兴中医学

校任教,通过函授和面授等方式教授学生,大力培养中医人才,桃李满门,为

弘扬民族传统医学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52年,谭次仲被聘为全国卫生科学研

究委员会会员,1953年当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一

代名医谭次仲先生去世,享年68岁。

谭次仲学术思想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谭次仲的医学思想同样带有鲜明的

时代烙印。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西

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不少中医界志士仁人为了防止具有数千年历

史的中国传统医学湮没在西医学的汹涌潮流中,主动学习、吸收西医学的理

念,并结合中医理论,走上了中西医汇通的道路。谭次仲认为: “科学是事实

的,必有事实资证明。”在其所著的 《伤寒评志》一书中,他开创性地以当时

的西医知识深入细致地诠解 《伤寒论》,对一些注家繁琐唯心的观点加以剪辟,

令人耳目一新,为学者们开一新径,确有可参。

一、对伤寒含义及六经实质的西医阐释

中医术语是古代医家根据自然界和人体的生理、病理特点并结合中医基础

理论提出的概念,体现了朴素浓郁的东方哲学思想,与近现代西医学的解剖生

理知识有很大区别。为实现中西医汇通,谭氏运用当时的西医学知识,对 《伤

寒论》中的术语进行了新的阐释。虽然这些解释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不完

全的,某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有失偏颇,但却是极富创新精神和开拓性的,为后

世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了思路。

谭氏认为:“吾人欲解释太阳病脉证篇及篇中各节,当先明了何者为伤寒、

何者为六经而后可。”他首先提出伤寒即为急性传染病,“急性传染病之原因为

细菌,而诱导该病发作者类由于感冒,然则春温、夏暑、秋凉、冬寒等气候之

变化每为感冒之原因,即不啻为急性传染病之副因耳。古人未有显微镜,仅能

察知诱因,未能判觉其正因,亦固其所。仲景对于猝然发热等急性传染病所以

有伤寒之命名欤”。故谭氏又名 《伤寒评志》为 《急性传染病通论》。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书中论述了中风、伤寒、温病等多种病因致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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